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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特关键带不同干扰梯度下土壤⁃岩石界面对土壤
有机质水解酶活性的影响

王思琦１，２，薛亚芳２，王　 颖２，杨丽扬１，２，张永清１，田　 静３，∗

１ 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临汾　 ０４１０００

２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生态系统网络观测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３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教育部植物⁃土壤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

摘要：土壤酶在土壤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中具有重要作用，受土地利用方式影响强烈。 喀斯特地区具有岩石出露面

积广和土层浅薄不连续的特点，且随着人为干扰强度的增加而加剧。 但是目前关于土壤碳氮循环酶活性对出露岩石（土壤⁃岩
石界面）的响应受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的研究还较为薄弱。 以贵州省喀斯特地区陈旗和天龙山流域为研究区域，探讨了原生

林、次生林、弃耕地和耕地 ４ 种不同干扰梯度下土壤⁃岩石界面的土壤有机质水解酶活性的差异以及影响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
（１）当土地利用方式从森林转化为弃耕地或耕地后，土壤有机碳（ＳＯＣ）、全氮（ＴＮ）、硝态氮（ＮＯ－

３ ⁃Ｎ）、铵态氮（ＮＨ＋
４ ⁃Ｎ）含量和

ＳＯＣ ／ ＴＮ 随着人为干扰强度的增加呈现降低的趋势。 在 ４ 种不同干扰强度的土地中，岩土界面的 ｐＨ、ＳＯＣ 和 ＮＨ＋
４ ⁃Ｎ 含量较高。

（２）土壤酶活性在不同干扰梯度下土壤⁃岩石界面和非交界处有明显的分异。 与碳循环有关的 β⁃１，４⁃葡萄糖苷酶（βＧ）、β⁃ １，４⁃
木糖苷酶（βＸ）、纤维素二糖水解酶（ＣＢＨ）和 α⁃１，４⁃葡萄糖苷酶（αＧ）酶活性均表现为弃耕地和耕地高于原生林和次生林。 与

氮循环有关的 β⁃１，４⁃Ｎ⁃乙酰葡糖氨糖苷酶（ＮＡＧ）和亮氨酸氨基肽酶（ＬＡＰ）在原生林和弃耕地中表现出更高的活性。 所有水

解酶均在弃耕地的土壤⁃岩石交界处活性最高。 （３）ＲＤＡ 分析表明，可溶性有机碳（ＤＯＣ）的含量对土壤水解酶活性影响最大，
贡献率为 ３３．４％（Ｐ＝ ０．００２）。 土壤 ｐＨ、ＳＯＣ 和 ＮＨ＋

４ ⁃Ｎ 与酶活性显著相关。 综上，土地利用方式和岩石裸露显著影响土壤的理

化性质和水解酶活性；同时弃耕地的土壤⁃岩石界面维持了较高的碳氮周转酶活性，反映出长期恢复下土壤的养分循环功能仍

然存在，表明退耕还林还草对喀斯特地区生态系统恢复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喀斯特地区；干扰梯度；土地利用类型；土壤⁃岩石界面；土壤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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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ｓｅ ｏｆ ｌ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ｋａｒｓｔ ａｒｅ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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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水解酶主要是由微生物、植物根系分泌的具有高度催化作用的蛋白质，在促进土壤有机质（ＳＯＭ）分
解和腐殖质的合成、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１⁃３］。 土壤酶活性对环境的变化比

土壤理化指标具有更高的敏感性，能较早地指示生态环境的变化［４⁃６］；其次土壤酶活性可代表土壤中物质代

谢的旺盛程度，反映微生物对养分的吸收利用状况，不仅能表征土壤养分转化能力，而且能反映生态系统的功

能［７］。 因此深入了解水解酶活性的变化规律可以提供有关参与 ＳＯＭ 分解和土壤养分转化的关键反应的信

息，进而了解土壤物质循环与转化潜力［２］，为区域土壤质量演化及其评价提供重要理论依据［８］。
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是人类影响酶活性最重要、最直接的活动［９］。 土地利用方式可以通过改变植被覆

盖［１０⁃１２］、土壤养分含量［１３⁃１４］、水热条件［１５］ 以及化学性质［１６⁃１７］ 进而影响土壤酶活性高低。 我国的喀斯特地形

分布广泛，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地表植被稀少、岩石出露面积广、耕地土层浅薄并且不连续、营养贫乏、微地貌复

杂多样等特征［１０，１８］。 由于喀斯特地区特殊的形成基质［１９］和生态环境条件，使得喀斯特地区土壤具有高度的

空间异质性。 土壤水解酶活性作为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重要因子，对喀斯特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起着重要作

用。 近年来，不同学者对喀斯特地区不同土地利用下酶活性变化进行研究。 例如刘璐等［２０］ 对典型喀斯特区

域的农田、草地、灌丛、次生林 ４ 种不同植被恢复阶段下的土壤进行研究，发现随着植被恢复土壤水解酶活性

不断增加，这可能是由于喀斯特地区土壤有机碳（ＳＯＣ）极高的稳定性导致微生物趋向于利用活性有机碳库。
刘烁等［２１］通过研究喀斯特小流域土壤水解酶活性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分析土地利用类型、坡向、坡位和土壤

环境因子等对土壤水解酶活性及其空间异质性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研究区内的土壤水解酶活性均呈现中

等程度的变异性，但土壤养分在不同坡位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导致土壤酶活性在不同坡向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蒲通达等［１８］通过对喀斯特山区森林生态系统中不同微地形（石坑、石沟、石缝）和连片土面下土壤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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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不同小生境条件下土壤 ＳＯＭ 及酶活性的变化，结果表明受小生境地表微形态和微地貌空间变异的影响，
小生境的成土条件和成土过程出现明显的差异，造成土壤养分及酶活性也出现较大的差别。

裸露岩石能够聚集土壤中的 ＳＯＣ 和营养物质，其在维持土壤肥力、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和附近土壤的生

物多样性方面的作用已经在沙漠的鹅卵石［２２⁃２３］、热带草原生态系统的沼泽［２４］ 和原始冰川前田遗址的岩石

中［２５］被关注到。 随着土地利用加剧，喀斯特地区大量岩石露出地表，裸露的岩石通过影响对地表光、水等资

源的再分配，进而影响区域的小气候和植被的生长，致使岩石与浅薄土层相互镶嵌，导致喀斯特生境高度异质

性和土壤生态功能显著差异［２６］。 但是目前岩溶地区岩石露头的生态功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很少研究

考虑喀斯特地区不同干扰梯度下岩石出露（如土壤⁃岩石界面）对土壤酶活性异质性分布的影响。 因此本文以

贵州省普定县陈旗和天龙山流域为研究区域，探究不同干扰梯度下岩石⁃土壤界面对参与土壤 Ｃ 和 Ｎ 周转的

水解酶活性的影响，同时探讨了土壤水解酶活性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研究可为喀斯特地区环境退化和土

壤石漠化提供预警，同时为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恢复和可持续管理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的陈旗流域（２６°１５′３７″—２６°１５′４０″ Ｎ， １０５°４６′１１″—１０５°４６′２９″ Ｅ）和天

龙山流域（２６°１４′４８″Ｎ， １０５°４５′５１″Ｅ），海拔高度 １３１０—１５２４ｍ，碳酸盐岩分布广泛，且岩石裸露率高，主要岩

石类型为中厚至薄层的石灰岩、泥灰岩［２１］，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研究区年平均气温 １５．１ Ｃ，年平均降水

量 １３９０ｍｍ［２７］，降水集中在 ５—１０ 月，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类型［２８］；表层土壤类型以黄棕壤为主，土层浅

薄且连续性差，呈斑、块状分布于溶沟、溶槽和溶缝内；中间喀斯特洼地地势开阔和缓，沿东西向伸展，地表覆

盖暗棕色厚层第四纪松散堆积物［２９］。 根据人为干扰的梯度，我们在研究区选择了原生林（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Ｆ）、次生林（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ｆｏｒｅｓｔ，ＳＦ）、弃耕地（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ｌａｎｄ，ＡＬ）和耕地（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ＣＬ）４ 种主要的土地利

用类型，干扰强度由原生林到耕地逐渐增大。 其中原生林为约 １００ 年内未曾砍伐的自然状态林地，主要植被

为窄叶石栎（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ｃｏｎｆｉｎｉｓ）和安顺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次生林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遭到毁林伐木，
２０００ 年后封山育林，主要植被为响叶杨（Ｐｏｐｕｌｕｓ ａｄｅｎｏｐｏｄａ）、盐肤木（Ｒ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和红叶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ｒｕｂｅｓｃｅｎｓ）；弃耕地曾有多年耕种历史，退耕还林政策实施后约 ５ 年内没有人为干扰，现主要植被为香丝草

（Ｃｏｎｙｚａ ｂｏｎａｒｉｅｎｓｉｓ） 和白茅 （ Ｉｍｐｅｒａｔ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耕地中的主要作物为玉米 （ Ｚｅａ ｍａｙｓ）、番薯 （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ｂａｔａｔａｓ）和大豆（Ｇｌｙｃｉｎｅ ｍａｘ）。 次生林、弃耕地、耕地设置在陈旗流域，原生林设置在距陈旗 ２ｋｍ 的天龙山流

域，土壤类型和地质条件相同。
１．２　 样品采集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我们在 ４ 种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中分别建立 ６ 个具有代表性的样方（１０ｍ×２０ｍ），样方间至

少相隔 ３０ｍ。 在设立样地时，为增加实验的可比性和科学性，尽量使坡度、坡位等区位因素保持一致。 在每个

样方中，考虑到不同人为干扰强度和出露岩石的影响，分别在裸露岩石周围（距离岩石约 ２ ｃｍ，定义为土壤⁃
岩石界面土壤）和远离岩石的非界面处（距离岩石约 ２０ ｃｍ，定义为非交界土壤）用小土铲采集 ０—１０ ｃｍ 表层

土壤（图 １）。 取样前先清除地表植物或凋落物，每个样点随机采集 ４ 个土样，然后均匀混合形成一个具有代

表性的土壤样品。 采集土壤样品后，去除样品中的石块、植物根系等非土壤成分，过 ２ ｍｍ 筛后，装袋 ４℃冷藏

运回实验室，用于后期测试分析指标。
１．３　 样品测试

土壤 ｐＨ 值用 ｐＨ 计来测定（土水比 １∶２．５）测定。 有机碳（ＳＯＣ）和全氮（ＴＮ）的含量使用元素分析仪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ＶａｒｉｏＥＬ ＩＩＩ）测定。 可溶性有机碳（ＤＯＣ）根据 Ｊｏｎｅｓ 和 Ｗｉｌｌｅｔｔ［３０］方法采用超纯水浸提，震荡 ２ｈ 后

离心过滤，用日本岛津公司 ＴＯＣ⁃ＶＣＰＨ 型分析仪测定。 土壤硝态氮（ＮＯ－
３ ⁃Ｎ）和铵态氮（ＮＨ＋

４ ⁃Ｎ）采用 １ｍｏｌ ／ Ｌ
氯化钾（ＫＣｌ）溶液浸提，震荡 １ｈ 后离心过滤，用连续流动分析仪（ＢｒａｎＬｕｅｂｂｅ，ＡＡ３）测定［３１］。

３３４３　 １０ 期 　 　 　 王思琦　 等：喀斯特关键带不同干扰梯度下土壤⁃岩石界面对土壤有机质水解酶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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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土壤样品采样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土壤水解酶活性的测定方法参考 Ｓａｉｙａ⁃Ｃｏｒｋ［３２］，共测定了 ６ 种参与 Ｃ、Ｎ 循环的水解酶，具体方法为：取
样品 １ｇ 鲜土，加入 １２５ｍＬ 的 ｐＨ＝ ７．３（由土壤 ｐＨ 值决定）的 ５０ｍｍｏｌ ／ Ｌ 醋酸钠缓冲液充分混匀，制备土壤悬

浮液，吸取 ２００μＬ 土壤悬浮液和 ５０μＬ 底物注入 ９６ 微孔板内，在 ２０℃黑暗条件下培养 ４ｈ，加入 １０μＬ １ ｍｏｌ ／ Ｌ
ＮａＯＨ 终止反应。 采用微孔板荧光法，使用多功能酶标仪（ＳｙｎｅｒｇｙＨ４，ＢｉｏＴｅｋ）测定其荧光值。 底物以碳为主

的多糖（纤维素）、芳香族化合物（木质素）和脂肪族化合物，测定其分解酶主要包括 β⁃１，４⁃葡萄糖苷酶（βＧ）、
β⁃１，４⁃木糖苷酶（βＸ）、纤维素二糖水解酶（ＣＢＨ）和 α⁃ １，４⁃葡萄糖苷酶（αＧ）。 底物为以氮为主的氨基化合

物、缩氨酸和非缩氨基化合物，测定其分解酶包括 β⁃ １，４⁃Ｎ⁃乙酰葡糖氨糖苷酶（ＮＡＧ）和亮氨酸氨基肽酶

（ＬＡＰ）。 所测定的水解酶都通过预实验确定获得最大酶活性所需要的底物浓度和标准物浓度。
１．４　 数据处理

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ＡＮＯＶＡ）和 ＬＳＤ 多重比较法对不同干扰梯度与不同位置的土壤理化性质和酶活

性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ＳＡＳ Ｉｎｃ．，Ｃａｒｙ， ＮＣ， ＵＳＡ），显著水平设置为 Ｐ ＝ ０．０５。 采用 ＣＡＮＯＣＯ 软件（ｖｅｒｓｉｏｎ
５．０， Ｍｉｃｒｏ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ｃ．， Ｉｔｈａｃａ， ＮＹ， ＵＳＡ）对土壤酶活性进行主成分分析（ＰＣＡ）。 借助冗余分析

（ＲＤＡ），探讨环境因子对土壤酶活性变异的贡献作用大小。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干扰梯度下土壤⁃岩石界面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土壤理化性质随土地利用的转化而发生显著变化（表 １）。 土壤 ｐＨ 在不同干扰梯度下有着有明显的差

异，表现为次生林＞弃耕地＞原生林＞耕地。 土壤 ＳＯＣ、ＴＮ、ＮＯ－
３ ⁃Ｎ、ＮＨ＋

４ ⁃Ｎ 含量和 Ｃ ／ Ｎ 随着人为干扰强度的增

加呈现降低的趋势。 原生林中 ＮＨ＋
４ ⁃Ｎ 的含量显著高于其他 ３ 种人为干扰强度的土地。 次生林和弃耕地的

ＤＯＣ 含量差异不显著，但与原生林和耕地的 ＤＯＣ 含量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
岩土界面的土壤与远离岩土界面的土壤的理化性质之间存在差异性（表 １）。 ｐＨ 值在 ４ 种土地利用类型

中均表现为非交界处的土壤显著低于岩土交界处的土壤（Ｐ＜０．０５）。 原生林、次生林和弃耕地中，岩土界面土

壤的 ＳＯＣ 含量均显著高于非交界处土壤（Ｐ＜ ０．０５）。 在弃耕地中非交界处土壤的 ＴＮ 含量低于岩土边界的土

壤。 ＤＯＣ 含量仅在次生林中非交界处土壤高于岩土边界土壤。 除次生林外，原生林、弃耕和耕地中的 ＮＨ＋
４ ⁃Ｎ

含量表现为岩土界面土壤显著高于非交界处土壤（Ｐ＜０．０５）。
２．２　 不同干扰梯度下土壤⁃岩石界面的酶活性

主成分分析表明，土壤酶活性在不同干扰梯度下非交界处土壤和土壤⁃岩石界面土壤中有明显的分异（图
１）。 主成分 １（ＰＣ１）和主成分 ２（ＰＣ２）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 ７４．７％和 ９．９１％，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８４．６％，说明

不同干扰梯度和土壤⁃岩石界面对土壤水解酶活性均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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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干扰梯度及土壤位置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土壤理化性质
Ｓ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原生林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ｆｏｒｅｓｔ

次生林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ｆｏｒｅｓｔ

弃耕地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ｌａｎｄ

耕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非交界处
Ｂｕｌｋ

土壤⁃岩石
交界处
Ｓｏｉｌ⁃ｒｏｃｋ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非交界处
Ｂｕｌｋ

土壤⁃岩石
交界处
Ｓｏｉｌ⁃ｒｏｃｋ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非交界处
Ｂｕｌｋ

土壤⁃岩石
交界处
Ｓｏｉｌ⁃ｒｏｃｋ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非交界处
Ｂｕｌｋ

土壤⁃岩石
交界处
Ｓｏｉｌ⁃ｒｏｃｋ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ｐＨ ６．４３±０．３３ＢＣｂ ７．９５±０．０５ＢＣａ ７．１１±０．１７Ａｂ ８．２７±０．０７Ａａ ６．８２±０．３９ＡＢｂ ８．１４±０．０７ＡＢａ ６．２３±０．３５Ｃｂ ７．５８±０．１９Ｃａ

ＳＯＣ ／ （ｇ ／ ｋｇ） ６２．００±３．３２Ａｂ ７７．００±２．３１Ａａ ５２．１０±２．９７Ｂｂ ６５．４０±３．２１Ｂａ ３０．１０±３．１２Ｃｂ ４０．２０±１．９０Ｃａ ２９．５０±２．０４Ｃａ ３３．１０±２．０６Ｃａ

ＴＮ／ （ｇ ／ ｋｇ） ５．６３±０．５４Ａａ ６．７０±０．７１Ａａ ３．４２±０．２３Ｂａ ４．０１±０．３７Ｂａ ２．５７±０．２０Ｃｂ ３．０９±０．１１Ｃａ ２．３９±０．２８Ｃａ ２．７６±０．１７Ｃａ

ＳＯＣ ∶ＴＮ １３．１０±０．５９Ａａ １３．７０±０．６２Ａａ １４．４０±１．１７Ａａ １４．５０±０．６６Ａａ １１．７０±０．３３Ｂａ １２．４０±０．６４Ｂａ １０．９０±０．６９Ｂａ １２．００±０．３２Ｂａ

ＤＯＣ／ （ｍｇ ／ ｋｇ） ８８．７０±１．２３Ｂｂ １１９．００±４．６４Ｂａ ２２２．００±１１．８Ａａ １６２．００±１４．７Ａｂ １８０．００±１０．５１Ａｂ ２２８．００±９．２６Ａａ １０７．００±８．８９Ｂｂ １３７．００±５．７２Ｂａ

ＮＯ－
３ ⁃Ｎ ／ （ｍｇ ／ ｋｇ） ６．１１±１．８５Ａｂ １４．８０±２．１３Ａａ １．０９±０．３８Ｂａ １．８１±０．４９Ｂａ ２．７４±１．０２Ｂａ ２．８５±０．６３Ｂａ ３．６５±２．２４Ｂａ ４．３７±０．７１Ｂａ

ＮＨ＋
４ ⁃Ｎ ／ （ｍｇ ／ ｋｇ） ３０．３０±２．２４Ａｂ ６４．３０±５．８２Ａａ ２９．３０±３．２６ＡＢａ ３６．２０±３．８０ＡＢａ ２０．００±１．３５ＢＣｂ ３４．１０±４．５４ＢＣａ １２．８０±１．１９Ｃｂ ２７．００±１．２３Ｃａ

　 　 大写字母表示土地利用类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土地利用类型下不同土壤位置存在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 ＳＯＣ：土壤有

机碳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ＴＮ：全氮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ＤＯＣ：溶解性有机碳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ＮＯ－
３ ⁃Ｎ，硝态氮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ＮＨ＋

４ ⁃Ｎ：铵态氮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图 ２　 土壤有机质水解酶活性的主成分分析

　 Ｆｉｇ．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ｈｙｄｒｏｌｙｔｉｃ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不同干扰梯度下土壤酶活性差异显著（图 ２）。 与

碳循环有关的 βＧ、βＸ、ＣＢＨ 和 αＧ 酶活性在弃耕地和

耕地高于原生林和次生林，而与氮循环有关的 ＮＡＧ 和

ＬＡＰ 在原生林和弃耕地中表现出更高的活性。
研究发现所有水解酶活性在弃耕地中的土壤⁃岩石

交界处最大，在原生林和弃耕地中均表现为非交界处＜
土壤⁃岩石交界处（图 ２）。 在次生林中，所有水解酶活

性在非交界处和土壤⁃岩石交界处差异不显著。 在耕地

中 ＮＡＧ 表现为非交界处＜土壤⁃岩石交界处，其余水解

酶在非交界处和土壤⁃岩石交界处差异不显著。
２．３　 不同干扰梯度下土壤⁃岩石界面酶活性的主要环

境影响因子

以 ６ 种土壤水解酶活性为响应变量， 以土壤理化

性质为解释变量， 对不同干扰梯度下土壤⁃岩石界面酶

活性进行冗余分析， 从而探究土壤理化性质和微生物

胞外酶活性之间的相关关系（图 ３）。 ＲＤＡ１ 和 ＲＤＡ２ 分

别解释了总变量的 ５０．６％和 ２．７６％。
根据蒙特卡洛检验（表 ２），ＤＯＣ 含量对土壤水解

酶活性影响最大，贡献率为 ３３．４％（Ｐ ＝ ０．００２）。 土壤

ｐＨ、ＳＯＣ 和 ＮＨ＋
４ ⁃Ｎ 与酶活性显著相关，贡献率分别为 ２６．２％、２２．７％和 ９．１１％（Ｐ＜０．０５）。 ＴＮ、ＳＯＣ ∶ＴＮ 和 ＮＯ－

３ ⁃
Ｎ 与酶活性相关性不显著（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３．１　 不同干扰梯度和土壤⁃岩石界面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的理化性质产生极大的影响（表 １）。 在我们的研究中，土壤

ＳＯＣ、ＴＮ、无机氮（ＮＯ－
３ ⁃Ｎ、ＮＨ＋

４ ⁃Ｎ）含量和 Ｃ ／ Ｎ 在弃耕地或耕地中比在林地中有所减少，表明了土壤的质量随

５３４３　 １０ 期 　 　 　 王思琦　 等：喀斯特关键带不同干扰梯度下土壤⁃岩石界面对土壤有机质水解酶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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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干扰梯度及土壤位置对有机质水解酶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ｈｙｄｒｏｌｙｔｉｃ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大写字母表示土地利用类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土地利用类型下不同土壤位置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误差线表示

均值的标准误差（ｎ＝ ６）

着人为干扰强度的增加呈现降低的趋势。 该结论与胡尧［１５］等得出较少人为干扰的土地利用方式有助于土壤

养分的提高的结果一致。 这主要是由于 ＳＯＣ 和 ＴＮ 来源于地表枯枝落叶层的积累、分解和矿化，林地植被盖

度和生物量相对较高，受人为干扰的影响小，ＳＯＣ 积累多而分解少，因此林地土壤 ＳＯＣ 和 ＴＮ 的含量较高，耕
地与此相反，地表几乎没有枯枝落叶层的覆盖，造成养分循环代谢较低，土壤养分含量也相对较低［１３］。 本研

究中不同干扰梯度下土壤 ＮＨ＋
４ ⁃Ｎ 的含量与土壤 ＴＮ 的含量趋势一致，这很可能说明了 ＮＨ＋

４ ⁃Ｎ 主要来自于土

壤 ＴＮ 的矿化［３３］。 ＮＯ－
３ ⁃Ｎ 和 ＮＨ＋

４ ⁃Ｎ 均在原生林中浓度最高，ＮＯ－
３ ⁃Ｎ 含量在其他 ３ 种土地利用类型中差异不

显著且含量较低（Ｐ＞０．０５），ＮＨ＋
４ ⁃Ｎ 含量变化显著（Ｐ＜０．０５），随扰动梯度的增大而减小。 这是因为 ＮＯ－

３ ⁃Ｎ 和

ＮＨ＋
４ ⁃Ｎ 均为水溶性，可被植物直接吸收利用，而土壤对 ＮＯ－

３ ⁃Ｎ 几乎不吸附，对 ＮＨ＋
４ ⁃Ｎ 吸附较强［３４］，ＮＯ－

３ ⁃Ｎ 易

于从土壤尤其是阴离子交换能力差的土壤淋溶流失，同时 ＮＯ－
３ ⁃Ｎ 也会通过反硝化作用变为易挥发的气体而

减少［３５］。
岩土界面的土壤与远离岩土界面的土壤的理化性质之间存在差异性。 在 ４ 种不同人为干扰强度下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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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不同干扰梯度及土壤位置水解酶活性与环境因子的冗余分析

　 Ｆｉｇ． ４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ｙｔｉｃ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地中，岩土界面处的土壤 ｐＨ 值普遍高于远离岩石露头

处 １．１—１．５ 个单位，这可能是石灰岩风化作用的结果，
石灰岩风化作用可以产生交换性阳离子浓度，从而导致

土壤 ｐＨ 值较高［３６］。 孙承兴等［３７］在对黔中花溪灰岩风

化壳原地风化残积特征的研究中也发现 ｐＨ 值在岩土

界面附近突变和增大，并且表明岩土界面处风化过程

中，由于碳酸盐矿物的快速溶解，下渗水能在很短的时

间内与碳酸盐达到平衡，风化流体可以很快变成碱性。
因此，ｐＨ 值在岩土界面附近发生突变并增大。 此外，在
４ 种不同人为干扰强度的土地中，临近岩土界面的 ＳＯＣ
和 ＮＨ＋

４ ⁃Ｎ 含量较高。 这些现象可能由以下原因造成：
首先，裸露的岩石可以截留和重新引导降水，将雨水及

其所含的营养物质集中起来，随着水分在土壤中流动的

过程中形成了靠近岩石的高营养龛位，从而导致土壤养

分浓度在岩石附近出现小规模的变化［２５］。 其次，岩土

界面附近既是风化流体的运移通道，也是残积土继续风

化的主要场所，因此，土壤中养分的显著变化主要发生

于此界面附近［３７］。
３．２　 不同干扰梯度和土壤⁃岩石界面的酶活性及影响机制

土壤酶作为土壤中各种生化反应重要的催化剂，是生态系统物质循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土壤酶活

性具有表征土壤碳氮代谢循环和微生物活性的能力，可以反映出土壤养分的累积、分解和矿化等规律［３８］。 在

本研究涉及的 ６ 种酶之中，活性最高的是 βＧ，说明了 Ｃ 转化在喀斯特地区土壤中的重要性。 ６ 种水解酶在弃

耕地中活性最大，这可能是由于营养资源的限制造成的。 营养限制（尤其是氮营养）通常是修复初期的一个

常见问题［３９］。 根据微生物经济学理论，当单一营养物质缺乏而复合营养物质丰富时，酶的产量会增加；然而，
资源的限制也会限制酶的生产，即酶活性的不同反应可能是由营养供给驱动的酶生产（即生物量效应）或营

养需求驱动的酶生产（即资源配置）驱动的［４０⁃４１］。 本研究中的弃耕地正处于退耕还林还草的修复初期，植被

类型多为灌木丛和灌草丛，植物生产力低，可供分解的凋落物少，不能为土壤微生物的生命活动提供丰富的营

养物质，当可利用的营养物质缺乏时，微生物可以产生酶来调动其他复杂来源的资源［４２⁃４３］。 因此，弃耕地养

分含量不足会导致养分需求驱动的酶生产，导致酶活性增加，有助于克服养分限制［４４］。 我们的研究结果也支

持了生态经济学的“最优配置”理论［４０⁃４１］。

表 ２　 不同干扰梯度及土壤位置有机质水解酶活性受环境因子影响的蒙特卡洛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ｔｅｓ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ｈｙｄｒｏｌｙｔｉｃ ｅｎｚｙｍ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环境因子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贡献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Ｆ Ｐ

ｐＨ ２６．２ １１．３ ０．００２

ＳＯＣ ２２．７ ８．０３ ０．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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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研究中，所有水解酶活性在原生林和弃耕地中的土壤⁃岩石交界处表现出更高的活性，再一次验证了

裸露岩石可以在其附近通过水分在土壤中流动聚集营养成分的作用［２５］。 但在耕地中，除 ＮＡＧ 外其余水解酶

在非交界处和土壤⁃岩石交界处差异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在农业生产活动中人为使用肥料造成的［４５］。 为

了提高土壤肥力，在耕地中使用肥料可以促进作物生长，增加根系分泌物和凋落物等向土壤中输入，使土壤微

生物陈新代谢加快，微生物量增加，进而促进微生物活性和 Ｃ、Ｎ 循环［４６⁃４７］，弥补了农作物吸收和裸岩截留的

养分损失。 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人为扰动强度越大，越会干扰裸露岩石对水解酶活性的影响。
本研究中，ＲＤＡ 分析表明导致不同干扰梯度下非交界处和岩土边界的 ６ 种水解酶活性差异显著的主要

原因可能是 ｐＨ、ＳＯＣ、ＤＯＣ、ＮＨ＋
４ ⁃Ｎ 等土壤理化性质，其中 ＤＯＣ 含量对土壤水解酶活性影响最大，贡献率为

３３．４％（图 ３，表 ２）。 有研究结果表明，土壤 ｐＨ 是土壤酶活性的重要影响因素［３４，３８］。 土壤 ｐＨ 强烈影响有机

大分子物质的生物降解和矿化过程，并以两种方式对酶活性产生影响：一是通过影响微生物种类而影响微生

物释放酶的数量和种类；二是直接影响土壤酶参与生化反应的速度［４８］。 土壤碳和氮已被广泛证实是影响土

壤酶活性的重要因素［１０］。 例如 Ｙａｎｇ 等［４９］以长白山红松混交林为研究对象，发现 βＧ、ＮＡＧ 和 ＡＰ 与土壤碳、
氮呈显著相关。 周璞等［５０］通过研究亚热带稻田土壤发现土壤 ＮＨ＋

４ ⁃Ｎ 和 ＤＯＣ 主要通过影响土壤微生物生物

量氮进而影响 βＧ 活性。 喀斯特地区土壤碳含量较高［５１］，达到 ２９．５—６５．４ｇ ／ ｋｇ（表 １），碳在本地区发挥着养

分利用的引领作用。 土壤有机质周转是元素循环的主要途径［５２］，ＤＯＣ 是微生物较易利用的有机碳源，从而刺

激相关酶的活性，因此研究区 βＧ 活性最高，ＤＯＣ 是喀斯特地区土壤水解酶活性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此外，冗
余分析表明 ７ 个土壤理化性质对不同干扰梯度下土壤⁃岩石界面酶活性解释的方差比例为 ５３．３５％，说明仍有

其他未被选入的环境因子控制酶活性的变化，需要将来进一步的研究。

４　 结论

在喀斯特生态系统中，土壤 ＳＯＣ、ＴＮ、无机氮（ＮＯ－
３ ⁃Ｎ、ＮＨ＋

４ ⁃Ｎ）含量和 Ｃ ／ Ｎ 随着人为干扰强度的增加呈现

降低的趋势；而土壤有机质水解酶在弃耕地中活性最大，这可能是为了克服营养限制，养分需求驱动造成的。
在 ４ 种不同人为干扰强度的土地方式中，临近土壤⁃岩石界面维持了较高的土壤养分和碳氮周转酶活性，表明

长期恢复下土壤的养分循环功能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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